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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组织精简是企业常用的策略之ㄧ，但其绩效却备受争议，且会伤害到千万的员工及他们的家庭，形成社会课题。有些美国学界的研究主张精简后增进组织智能资本的HRM措施既能提升企业绩效同时也能减少对员工的伤害。根据McKinley, Zhao & Rust (2000)所提出的组织精简体制化理论，企业会基于遵循体制的内在动机去跟着流行实施精简策略。Tsai, Wu, Wang, Huang (2006)进一步主张体制更会引导企业采用同质化的外在措施。那么，精简后增强智慧资本的人管措施是否也会因体制化因素而普遍性地被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企业所采用? 本研究以台湾224家执行过精简的本地公司与不同母国文化的跨国企业来实证之。并以3个焦点团体访谈的结论来解释量化结果。结果发现，不同国籍的企业在精简后的HRM措施确实有高度的同质化；同时「普世价值」也是一种文献中尚未讨论到的重要体制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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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rganizational downsizing is a strategy often used by firms. But after organizational downsizing, not only firm performance cannot be surly improved but also harm thousands of employees, their families and even caused social issues. In order to mitigate or solve this issue, some scholars in the organization change field of the states suggest that a set of redesigned HRM practices for strengthening firm intellectual capital in post-downsizing could improve firm performance and also keep the hurt to employees be minimized.  According to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Downsizing” which asserted by Mckinley, Zhao & Rust (2000) that the motivation of firms adopting organizational downsizing as a common strategy to improve firm’s performance were influenced by institutional factors. Tsai, Wu, Wang, & Huang (2006) suggested that institutional factors not only leaded firms’ internal motivation for downsizing but also external downsizing actions. Base on above, could “responsible downsizing strategy” and HRM practices for improve firm’s intellectual capital be commonly applied by firms with different country context out of the states is an interesting and important question. Sine there is not any research focused on this question in literature, therefore 224 firms in Taiwan included local firms and MNCs subsidiaries from different continentals were picked up as the sample to empirically examine our research question. The result approved that high degree of isomorphism were found in post-downsizing HRM practices among these firms. Besides, “universal value” i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force which was not ever discussed in literature yet. These findings support and extend the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downsizing, also, provide implication to MNCs’ downsizing strategy and HRM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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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企业在不断迅速变化的环境中为了生存与繁荣会持续的运用各种型态与
层次的策略来使企业组织更具竞争优势，以创造更佳之绩效。而组织精简策略(organizational downsizing)便是从80年代迄今，全球企业流行的重要管理策略之一(Fisher & White, 2000 ; Mckee-Ryan & Kinicki, 2002 ; Cascio, 2002 ; Landry, 2004)。可是根据多年来的研究与调查，组织精简不见得对企业绩效有利，同时却又会伤害到千千万万的员工与他们的家庭，甚至造成社会问题(Naumannm, Bies, and Martin, 1995; Mckee-Ryan & Kinicki, 2002)，可是，它为何能长期地风行于全球企业界中？有相当多的文献由经济观点来解释企业进行组织精简的动机(Greenhalgh, Lawrence＆Sutton, 1988; Cascio, 1993; Cameron, 1994 ; Cascio, Young& Morris, 1997; Rigby, 2002)，这是可理解的，因为企业本就以降低成本来谋取更大之利润为首要目的。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既然企业已知组织精简不一定带来预期的效益，甚至会带来负面的伤害，为何他们仍执意推行？ McKinley, Sanchez & Schick (1995)引用体制化理论来解释之。他们主张，企业之所以实行组织精简策略系来自组织外部的三种社会性力量所致：强制性(Constraining)、模仿(Cloning)与学以致用(Learning)。此后，在1996至 1998年间也有一些研究证实了体制化因素亦是促使企业进行组织精简的动机之一，如：Budros(1999); Lamertz & Baum (1998); Mentzer, 1996; Norman(1995)等。Mckinley, et al. (2000) 进一步从社会认知(Sociocognition) 观点来解释经理们决定精简的心路历程，他们认为：除了经济与社会性这二个因素影响之外，经理们经过社会性互动的「社会化认知」程序后，也会认为组织精简是必须的、有正当性的(legitimacy)，是有具伦理可接受性的管理措施。经由这样集体化与具体化的社会认知过程后，使得经理们忽略了自己企业异于其它企业的特质、所面临的经营情境与所拥有的资源，而去接受组织精简是个对的策略，并将之体制化成一项有效的并且无可避免的管理措施。加上社会认知过程这部分后，「精简体制化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 of Downsizing)对企业实行组织精简动机的解释力更形完整。接着，Tsai et al. (2006) 的研究则证实了，体制化因素除引导了企业组织精简内在动机外，也领引着企业在精简策略中所实际实行的一些类似的、外在的细项行动(措施)。这也呼应了体制化学者的主张(如DiMaggio & Powell ,1983)：体制化因素使组织内的成员忽视了个别的差异性，而采取社会所认同的同质化行为(isomorphic action)，无异是将自己关进了体制化的铁笼子里。
为了能解决全球流行之组织精简策略所带来的负面效果，自90年代起，美国学界中有些研究如Cascio (2002)、Cameron(1994)、Freeman(1999)、Appelbaum, Everard & Hung(1999)…等相继提出以员工为中心(employee-centered)的完整性组织精简策略，认为这种据有长期观点且重视员工的精简策略，既可提升企业精简后的绩效并可减少对员工及其家庭的伤害。这种精简策略我们将之称为「负责性组织精简策略」(Responsible downsizing strategy)。这类的组织精简策略特别强调人力资源管理措施(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HRM)需再检讨与重新设计，才能提升企业精简后的组织能力。以资源基础观(Resource-Based View)来看，组织独特能力依赖的就是资慧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也就是说，必须实行能增强组织智能资本的HRM措施才能增强企业的组织能力以确保组织精简的成功。
因此，既然体制化因素使组织精简在全球流行，而且也造成精简中的措施有同构型，那么精简后增强智慧资本的HRM措施是否也会因体制化因素而普遍性地被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企业所采用? 是个值得探索的议题。因为在全球化趋势中，跨国企业(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MNCs )在全球各地积极的进行投资与管理时，如何让散处世界不同文化的子公司在经营管理上，既能遵循母公司的体制来营运以创造内化优势(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达成投资国外的目的；又能在地主国参酌当地体制来做出适当的当地响应(local responsiveness)使海外事业能被当地接受是重要课题。特别是，对于属于容易引起地主国当地社会所关切的组织精简策略而言更是项挑战。不过到目前为止，文献中虽然有些MNCs之HRM措施的跨国与体制化比较(如Bjorkman, Fey & Park，2007)，但尚未见探讨组织精简后增强智能资本的HRM措施的研究。
    为了探讨上述的研究问题，本研究采用大样本的量化研究方法，以在台湾实施过组织精简，而且母国文化背景不同的企业(包括本地企业与来自不同地域的MNCs如美国、日本与欧盟等)为样本，来实证体制化理论是否也能解释与涵盖到企业精简后增强组织智能资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措施？亦即，他们在此项措施中是否会采用同质化的行为？同时，采用3个焦点团体访谈的结论来解释统计结果，使之更贴近事实。
   贰、文献回顾
1、 组织精简策略与精简后HRM措施
(1) 组织精简策略
组织精简(downsizing)策略多年来是当企业面临经营挑战时，常常采用的重要策略之ㄧ(Naumannm, et al, 1995; Fisher and White, 2000; Mckinley et al., 2000; Mckee-Ryan and Kinicki , 2002; Landry, 2004; Tsai & Yen, 2008)。特别是当目前金融海啸使全球经济皆呈现低迷的状态时，企业界为了渡过此次景气的寒冬，让企业能继续经营，许多公司又开始采取组织精简策略来节约成本与改善体质，于是各种精简策略又再度纷纷出笼。历来文献中重要的组织精简策略型态有很多种，例如：Greenhalgh et al.(1988)的组织精简层次策略(Hierarchy of work force reduction strategies); Cameron, Freeman & Mishra (1993) 的 组织变革之精简幅度三策略(Three strategies of downsizing based on organizations’ degree of change); Mckinley et al. (1995)与Mckinley et al.(2000)的遵随社会体制的精简策略(Social institutional downsizing strategy); McCune, Beaty & Montagno (1988)与Ulrich & Lake (1993)的替代方案策略(Alternative strategy); Dewitt (1998)的资源缩减三策略(Three approach of resource reduction approach)。但，根据长年来的研究与调查，组织精简策略的效果却是莫衷一是(Cameron, 1994 ; Cascio, 1993, 2002 ; Rigby, 2002 ; Landry, 2004; Tsai & Yen, 2008)。
    不过有些学者提出员工中心(employee-centered)的精简策略，而且这策略是长期观点、完整性的策略。如Cameron (1994)的组织精简成功的处方签；Freeman (1999) 的重设计导向的精简策略(Downsizing driving redesign and Redesign driving downsizing strategy)；Appelbaum, et al. (1999)主张的完整性组织精简策略与Cascio(2002)的负责性组织精简策略(Responsible strategies for restructuring)。特别是Cascio的负责性组织精简策略更是研究了美国著名债信评比机构标准普尔(S&P)之500大企业，在1982 到2000年之间进行组织精简的6418个案例后，从精简成功之企业所归纳出来的结论。由于这些策略内容结构大致具有下列的共同特点，因此本研究将之命名为「负责性的组织精简策略」。
(1)经营阶层必须本着视员工为须长期投资之资产的思维来规划组织精简策
  略，因为员工是企业创新与更新的泉源；
(2)组织精简前必需有对企业长期性利益的策略性考虑，对企业组织能力仔细评
  估(特别是满足顾客需求之能力)后，才选择适当精简幅度的策略；
(3) 进行精简时，让员工有参与意见的机会，并且选择被遣散人员的程序是公
  正的。
(4)在执行组织精简过程中，需搭配有一套善待员工之人力资源管理措施，例
    如给予被资遣员工合乎或优于法定的离职金，并且提供员工离职之谘商、
    转职训练、觅职服务…等。
问题是：这些发展自美国的「负责性精简策略」是否能适用于其它文化背景的国家? 而目前少有文献探讨此议题。
(2) 精简后的人力资源管理措施
   以员工为中心的负责性的组织精简策略特别强调人力资源管理措施的再检讨(如 Cameron, Cascio, Freeman…等)。他们认为组织精简关切的是企业之长期利益，关切的是精简后企业的未来营运是否能符合与创造顾客的需求？特别是在讲求经营观念创新的年代，企业必须有能提供更快、更好、更便宜之新产品与服务的能力才能创造竞争优势。依资源基础观的论点，组织这种创新且使企业成功的能力所依赖的是企业独特且能创造价值的资源。Hamel (2000); Lev, 2004; Kaplan & Norton(2004)…等人称之这种资源为无形资产(intangible assets)或智慧资本。学者对智慧资产的类别大约可分为四个类别：(1)人力资本类(human capital)，系指一个企业中具有知识、技术、才干(talent)且对企业有价值的员工，是居策略关键职位的人才(Kaplan & Norton, 2004)；(2)结构(或程序)资本类(structure capital)，系指企业能有效整合企业内部与外部资源，以调适或创造市场的一组特有、创新作业程序之能力(Eisenhardt & Martin, 2000；Teece, Pisano, & Sheun, 1997 )；(3)社会(或顾客、关系)资本类(social capital)：系指一个企业的内在、外在关系与往来(Snell, Youndt, &Wright, 1996)，亦即企业从其所属的社会网络或社会结构中取得利益的能力；(4)组织(或文化、领导、内部)资本类(organization capital)，系指一个企业的文化、领导、员工与公司策略目标如何结合、员工之间知识分享的能力(Kaplan & Norton, 2004)。Youndt, Subramaniam & Snell (2004)则强调在企业的文化(事迹与日常作业)中是否有专注在有价值的构想与经营模式(business model)的能力。
    而上述的这些智慧资本的创造与强化均须经由员工来完成。所以，组织精简后，企业必须有一套能创造与增强智慧资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措施，才能增强组织能力以确保组织精简策略的成功。
问题是：智慧资本概念系发展自美国管理学界，以之为基础所建构的组织精简后人力资源管理措施是否能被其它文化背景的国家所实行? 也是个值得探讨的议题。
2、 组织精简体制化理论
(1) 体制化对组织精简之内在动机的影响
    由过去文献可知，驱动企业进行组织精简的动机是相当多元的，但是80年代末以来，大多数的文献都以组织面临衰退来作为进行组织精简的主要原因，亦即，经济性的动机驱使企业进行组织精简。可是，既然企业已知组织精简不一定带来预期的经济效益，甚至会带来负面的伤害，为何他们仍执意推行？根据McKinley, et al. (1995)及McKinley, et al. (2000)所提出的组织精简体制化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 of Downsizing)的解释，企业界是会基于遵循社会体制的动机，而跟着流行执行组织精简策略。社会体制的趋力包括组织外部的强制性(Constraining)、模仿(Cloning)与学以致用(Learning) 的三种社会性力量。也就是说经理们经由社会认知(Sociocognition) 的心路历程来「集体化」(collectively)与「具体化」(reify)地认为组织精简是必须的、有正当性的(legitimacy)、且符合企业伦理原则，即具伦理可接受性(ethical acceptability)的管理措施。可见体制化具有超越个别差异的能力。
(2) 体制化对组织精简之外在行为(措施)的影响
Tsai et al. (2006)以18家在台湾的企业，采用质化研究的方法证实了，体制化因素引导了企业组织精简内在动机的论点。同时又进ㄧ步的指出，体制化因素也领引着企业所实际实行的一些外在的组织精简行为。他们的研究结果主张，精简的动机确实是会混合着经济因素、体制因素、社会认知的组合，而在形成精简动机的过程中，虽大都以功利为出发点，但是为了社会形象与因之所产生的效益，其组织精简的外在行为会遵循社会所认同的规范。在他们的研究中，大部分企业都以较缓和渐进的策略来进行精简，即使采严厉的策略亦是以逐次分批的方式为之；而且也都与流程再造或整体变革有所连结；同时选择裁减的对象也绝大部份以员工的绩效为主要标准；所有企业都提供了优于法律规定要求的离职条件、谘商或觅职的服务给员工。这种体制化因素的均衡作用对企业进行可能伤害员工的组织精简是有其重要的意义。
只是，他们的研究系以质化研究的方法，用18家在台湾的企业为样本所得到的发现。而理论终竟是必须要有大样本量化研究的实际证据来支持，才能确立其坚实性与类推化(generalization)能力，所以体制化影响组织精简之外在行为的现象仍须作大样本的量化研究来证实。再者，在目前全球化的趋势风起云涌之中，MNCs在全球各地的经营管理上，若欲采取组织精简策略时，体制化对他们的规范与约束程度又如何? 颇值得关切，可是目前尚少有文献探讨之。
3、 个别性策略、措施与体制化因素
依照一般在企业管理上的基本逻辑与观念，企业必须衡量自身的外部经营环境、内外资源与整体经营策略来制定不同的简策略，如是才能使企业绩效得以提升(Cascio & Wynn, 2004)。特别是有不同母国文化背景的跨国企业更是如此，例如，欧洲与美洲虽然都是资本主义，但欧洲社会主义较浓；在管理上，美国较成果导向，而欧洲是较程序导向；美国企业较重视绩效成果，而欧洲企业较重视员工的行为；在社会体制的约束上，欧洲与亚洲又强过美国(Hodgetts, Luthans, & Doh, 2006)；亚洲在儒家思想影响较大的社会中，企业会较仁义取向(Graham & Lam, 2003；Tsai et al., 2006)。Hofstede(1980)的国家文化构面中，概略而言，在个人或团体主义构面上，欧美是较偏个人主义，亚洲国家则较团体主义；在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上，亚洲国家是比欧美国家要大得多；在风险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上，亚洲国家是比欧美国家在意得多。Swierczek & Hirsch (1994)在跨文化的管理之研究中也指出，亚洲国家的企业与欧美跨国企业在基本价值观、管理风格、组织型态与行动取向等构面上均有显著的不同。而台湾企业在上述的构面中则有较中性之现象。因此，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企业在组织精简这种管理行为上应该有相当明显的差异才是。
只是让吾人深感兴趣的是，企业会不会受到体制化因素的影响，而淡化或忽视了个别差异性，选择去采取了同质化的策略？并且在精简后，也采用同质化的智慧资本人管措施来强化组织能力以达成精简的目标?
依据新体制理论，体制化让成员需去遵守什么是好的管理与组织结构的规范，成员可因此减少不确定性与取得行为的正当性(Mckinley et al., 2000)，故企业行为若能符合社会期待则可增加正当性、资源与生存能力，进而有助于组织的生存与成功 (Baum and Oliver, 1991 ; Carroll & Hannan, 1989 ; DiMaggio & Powell, 1983 ; Oliver, 1991 ; Scott, 1987 ; Oliver, 1997 )。所以，一旦当组织精简被认为是企业遵守社会惯例(social conventions)时，已由不得经理们去多加思考与选择，就认为同构型的作为具有较高的正当性(Oliver, 1997)，也因此较为企业的内外利害关系人所接受。由此推之，企业的组织精简的策略自然也会受到体制化的影响，而采取同质化的模式。我们据此再以此进一步推之，MNCs在地主国的组织精简策略为了取得当地社会的正当性，而可能尽量采取符合当地体制的作法。
为了验证上述之推论，本研究计划以台湾的本地企业与来自不同母国文化的MNCs为样本，以负责性组织精简策略为衡量标准，来检测他们在负责性组织精简策略上是否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即，是否采取同质化的模式？
参、研究方法
1、 样本与数据来源
由于组织精简并不是企业的经常性行动，故取样上必须限定在确实有执行
组织精简之企业。同时，由于是探讨企业组织层次的策略与措施，故研究对象必须限定在有制定策略且负经营盈亏之责的事业单位以上之企业组织；并且搜集数据的受测者也必须是负责规划与执行组织精简策略的HRM主管。本研究取样自台湾行政院劳委会的人员精简调查名录、著名之跨国管理顾问公司在台湾举办的组织精简措施调查；以及2009年中华征信所编辑之台湾370大外商企业名录。
    由于为了方便外商企业填答问卷，给外商企业之问卷采中英文并存方式，本地企业则完全以中文为之。问卷的寄送以邮寄及电子邮件(e-mail)两种方式为之。每阶段之问卷发出3周后未回复者，再以电话或电子邮件征询其填写问卷之意愿后，再函寄另一组问卷。
    最后，总共236家企业回复了问卷，其中有效的问卷组为224份。样本涵盖了多种行业。本地产业有98家(43.8.%)；外资企业则是来自美国的MNCs有35家(15.6%)； 48家(21.5%)来自日本,有35家(15.6%)来自欧盟的已发展国家；来自其它亚太地区的有8家(3.6%),其基本资料如表1所示。
表 1 样本                      n= 224
	             分布
公司
特色
	类别
	 工司数
	百分比(%)
	    备注

	     国籍
	台湾本地企业
	     98
	    43.8
	本地公司:98 (44%)
外商公司 :
126 (56%)

	
	美国 MNCs
	     35
	    15.6
	

	
	日本 MNCs
	     48
	    21.5
	

	
	欧盟 MNCs
	     35
	    15.6
	

	
	其它亚太 MNCs
	      8
	     3.6
	

	
	遗漏值
	0
	0
	

	产业
	高科技
	57
	25.4
	电子,信息,通讯

	
	制造业
	111
	49.6
	

	
	服务业
	50
	22.3
	

	
	其它
	6
	2.7
	渔业

	
	遗漏值
	0
	0
	

	 营业额
	5千万以下
	14
	6.3
	

	
	5千万-3亿
	35
	15.6
	

	
	3.1亿-10亿
	44
	19.6
	

	
	10.1亿到-50亿 
	61
	27.2
	

	
	50亿以上
	63
	28.1
	

	
	遗漏值
	7
	3.1
	

	员工人数
	低于50人
	36
	16.1
	

	
	51-100人
	30
	13.4
	

	
	101-500 人
	80
	35.7
	

	
	501-1000 人
	35
	15.6
	

	
	超过 1000 人
	43
	19.2
	

	
	遗漏值
	0
	0
	

	生命周期
	初创期
	7
	 3.1
	

	
	快速成长期
	30
	13.4
	

	
	成熟期
	143
	63.8
	

	
	衰退期
	41
	18.3
	

	
	即将关厂停业期
	3
	1.3
	

	
	遗漏值
	0
	0
	

	文化导向
	工作导向
	81
	36.2
	

	
	员工导向
	32
	14.3
	

	
	工作与员工均重
	109
	48.7
	

	
	遗漏值
	2
	0.9
	

	工会
	有
	92
	41.1
	

	
	无
	131
	58.5
	

	
	遗漏值
	1
	0.4
	

	精简幅度
	5%以下
	81
	36.2
	

	
	5~15 % *
	88
	39.3
	

	
	15 %~50%
	44
	19.6
	

	
	50%以上
	8
	3.6
	

	
	遗漏值
	3
	1.3
	


2、 测量工具之信度与效度检定
本研究之增强智慧资本之人管措施的测量工具系发展自实务界中之高阶主管(Top Management Team : TMT)进行焦点团体访谈所得的项目主体。我们一共邀请了16位TMT级主管，分成2组进行团体焦点访谈。这些团体焦点访谈的成员均是负责企业决策的高阶主管，包括董事长、总经理或TMT成员如副总经理、总监、协理或功能部门的最高阶主管。他们来自不同的产业，如信息科技、石油化学、钢铁、营造、百货、公证、化学材料、医疗、教育、运输..等。而且，他们除了具有多年的高阶经营管理实务经验之外，也都在EMBA上过策略、人力资源管理与智慧资本管理的课程。在进行讨论前，预先将主题『组织精简后，您的企业会用什么人力资源管理措施来管理智能资本以增强竞争优势？』。同时，也提醒他们注意来自企业特性的影响因素（企业特质）。在进行小组团体讨论时，先由他们各自表述在自己企业里对增强智慧资本之人力资源管理措施的做法，接着进行团体内的交互讨论，讨论时研究者在旁聆听，遇有偏离主题之现象时提醒之，使他们能聚焦于讨论之主题上。然后每小组以较具共识的项目作成初步的结论；然后再2组一起讨论形成共识。
我们将TMT焦点团体的结论再参酌学术界的论述与量表如Youndt, et al. (2004)的智慧资本量表及Ulrich & Smallwood (2004)的组织能力稽核(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audit)项目来整理成18题。
    此18题经3次因素分析后，分成4个构面，并依特质分别取名为(1)人力资本；(2)程序资本；(3)内部社会资本与(4)外部社会；取得了此衡量工具的建构效度。而4构面的信度值(Cronbach α)分别为:人力资本 .884; 程序资本 .899 ; 内部社会资本 .873; 外部社会资本 .876。信度值均大于 .7以上。而且4构面的两两相关检定均达到显著水平(< .01)。
3、 数据分析方法
    我们以比较平均数法中的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法(one-way ANOVA)来检测不同母国文化的企业在精简时负责性的组织精简策略(包括四个次构面)及精简后增强智慧资本之人力资源管理措施(包括四个次构面)是否达统计上的显著差异。而在Post Hoc的多重比较(multiple comparison )时，是采Scheffe比较法。
4、 焦点团体访谈
   为了让统计结果的解释更贴近事实，此研究亦采用3个焦点团体访谈的结论来验证之。这3个焦点团体分别为：HRM经理、高阶经营主管与工会领袖。将每个焦点团体的结论性看法做三角比对。

               图1 利害关系焦点团体之三角比对
              肆、分析与讨论
1、 量化统计
由表2 可看出，不同国籍背景的企业精简后均较高度采用增强智慧资本的
人管措施(平均数在5.03到5.29之间)，全部企业之平均数为5.224。来自美国的MNCs最高5.444，同时在其4个构面上也均高于其它国籍的企业；此外，本地企业与来自美国的MNCs均高于来自日本与欧盟的MNCs，这现象至少有别于一般的观念，本地产业应与来自日本的企业较相似(东方企业)，来自美国应与欧盟的企业较一致(西方企业)。
至于上述的差异是否达显著程度? 经ANOVA的分析结果，在「整体智慧资本人管措施」与「人力资本」、「程序资本」、「内部社会资本」上，本地企业显著地高于来自其它亚太地区的MNCs，只是亚太地区的MNCs样本太小，才8而已，统计意义较弱。其它不同国籍背景的企业在此的差异均未达显著水平。
表 2 精简后增强智慧资本之人管措施比较
	
	 
	整体智资人管措施
	人力
资本
	程序
资本
	内部       社会资本
	外部
社会资本

	0 本地
	平均数
	(5.290
	(5.320
	(5.279
	(5.326
	(5.229

	 
	个数
	98
	98
	98
	98
	98

	 
	标准差
	.9229
	.872
	1.036
	1.059
	1.018

	1 美国MNCs
	平均数
	(5.444
	(5.388
	(5.382
	(5.407
	(5.628

	 
	个数
	35
	35
	35
	35
	35

	 
	标准差
	.940
	1.056
	1.029
	1.055
	.868

	2 日本MNCs
	平均数
	(5.218
	(5.195
	(5.237
	(5.213
	(5.229

	 
	个数
	48
	48
	48
	48
	48

	 
	标准差
	.904
	.998
	.939
	.979
	.998

	3 欧盟MNCs
	平均数
	(5.030
	(5.040
	(4.988
	(5.050
	(5.050

	  (法英德荷瑞士)
	个数
	35
	35
	35
	35
	35

	 
	标准差
	.977
	1.026
	1.019
	1.012
	1.392

	4 其它亚太
	平均数
	4.333
	4.125
	4.100
	3.968
	5.250

	  MNCs
	个数
	8
	8
	8
	8
	8

	 
	标准差
	1.518
	2.067
	1.585
	1.764
	.896

	总和
	平均数
	5.224
	5.217
	5.199
	5.223
	5.264

	 
	个数
	224
	224
	224
	224
	224

	 
	标准差
	.969
	1.031
	1.054
	1.089
	1.061


             *:由于来自其它亚太地区的MNCs样本数仅8故将不列入比较的讨论
    以上的量化统计证实了不同国籍背景的企业在组织精简策略的负责性作为与精简后增进智慧资本的人管措施是有高度的同构型行为。然而令吾人更感兴趣的是，到底是来自组织精简体制化理论中的那些因素造成的? 

    同时，依照Kostova, Roth & Dacin (2008)的主张，以体制理论来探讨MNCs的行动，应该不只以新体制理论所主张之同质化行动而已，还要参入一些其它的观点。亦即，那些同质化较不高的行动必然隐含有一些新体制化理论所无法解释的意涵存在。
2、 焦点团体访谈结果
我们以质化研究的方法来解释量化的结果，3个焦点团体的结论经整理比
对与形态化后如下所示：
(1) 不同国籍的企业为何企业在精简后『智慧资本人管措施』的行动大部分相同，即使有差异但亦不显著? 
    焦点团体对此问题的共识结论如表3，其中的第(1)~(3)项是3个焦点团体有达成共识的解释；(4)~(6)则是并未达3方均同意的解释。
                  表 3 精简时与精简后采同质化行动的原因
	                   利害关系人团体
原因
	 工会
 理事长
	人力资源 主管
	高阶主管

	(1) 样本是取自同一个国家内，由于
MNCs的管理行动均须入境随俗，须参酌当地的相关法律、政府要求、社会文化(社会期待与价值观)、同业做法、劳资关系来做调适，所以不见得会跟母公司的作法一样。
	V
	V
	V

	(2) 大众传播、网际网络的发达使管理的
    想法与作法易经由学习或模仿而趋于
    一致。
	V
	V
	V

	(3) 守法、善待员工与『正派经营』已是
已开发国家的『普世价值』，所以大家之间的差异不大。亦即，负责性的组织精简策略与精简后增强智慧资本人管措施均属正向积极与重视员工的策略与措施，大家均会重视，所以做法上会有相当程度的相似。
	V
	V
	V

	(4) 管理教育的普及(例如MBA, EMBA教
   育的举世风行)使经营者对管理策略与
   智慧资本的认知相似。
	
	V
	V

	(5) 填卷的主管们可能在意社会形象而对
   这2项变项的分数均不填低。
	
	 
	V

	(6) 这些MNCs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
	V
	 
	


    第(1)项，「MNCs须入境随俗地对当地的法律、社会文化、劳资关系做调适，所以在组织精简的做法上，不见得会跟母公司的作法一样。」企业均这样做的现象是一如体制理论中所主张的，企业为其生存本就需取得外在环境中的行动正当性(如Oliver, 1991 ; Scott, 1987 ; Oliver, 1997)；这现象也发生在国际企业管理的人管措施上(Bjorkman, et al.,2007)。第(2)项「经由学习或模仿而趋于一致」则符合了McKinley, et al.(1995)的组织精简理论，组织精简行为是来自学习。第(3)项「守法、善待员工与『正派经营』已是已开发国家的『普世价值』」，则是把体制化因素对企业的影响提升到『普世价值』的层次。这点对体制化理论的发展是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文献中尚未提及这种体制化力量，特别是在国际企业管理的研究与管理实务上。至于第(4)项「管理教育的普及使经营者对管理的认知相似」高阶主管与人资主管意见一致，延伸了McKinley, et al.(2000)精简体制化理论的主张，大家会实行有负责性的组织精简策略及增强智能资本之人管措施是经由社会认知而来。至于工会干部并无共识，可能是因为他们较无接触较多的管理教育机会所致。第(5)项，高阶主管们认为「填卷的主管们可能在意社会形象而对这2项变项的分数均不填低。」虽然这让此题项可能有数据同源误差(common method biases)的瑕疵，但却也反映出「社会期待」这体制因素对填卷主管的影响。
(2) 不同国籍的企业在『智慧资本人管措施』的作为上仍有不一致之处，原因为何?
    虽然同质化的行为让我们看到体制化因素的影响力，但是一些同质化不高的行为也让我们看到Kostova, et al.(2008)所言，新体制化理论应用在国际企业管理上解释力有所局限的部分。
在精简后『增强智慧资本人管措施』之作为上的差异
 不同国籍背景之MNCs在增强智慧资本人管措施之差异，如来自美国的
MNCs最高；同时，本地企业与来自美国的MNCs均高于来自日本与欧盟的MNCs，焦点团体们对此现象之原因的解释如表4。
第(1)项是符合新体制化理论的观点，海外分公司是较会采用在母公司的环境中已体制化的行动。工会对此则无共识，应该是教育机会的关系。第(2)项则是3方均有共识的，而且它出现新体制化理论所未提到的一种体制化力量-国与国之间的依赖关系，它不全然是体制化理论中的强制力或移植，也不全然是学习，而是来自依赖关系的影响。依赖对方较大的一方较易采用对方所体制化的行动。
                 表 4 智慧资本人管措施同质化不高的原因
	                   利害关系人团体
原因
	 工会
 理事长
	 人力资源 主管
	高阶主管

	(1) 智慧资本与策略人资管理的管理理论
   系由美国学界发展出来，因此美国企业
   较早认知与实行智慧资本人管措施。

	
	  V
	V

	(2) 本地企业与美国企业作法上相近；高于日本与欧盟企业。可能原因如下：
	
	
	

	· 本地企业与美国企业均比较重视绩效，因此较积极开发人力资源。
  相对的，日本与欧盟企业较重制
  度发展，故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视
  程度略逊美国与台湾。
	V
	V
	V

	· 台湾受到美国的影响较大(不论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关系、甚至管理学术方面…等)，所以在企业管理的作法上会较接近美国。
	     V
	V
	V


               伍、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的实证结果，显示不同国籍背景的企业在精简时「负责性的组织精简策略」与精简后提升组织智能资本的人管措施确实会受到体制化的因素所影响，而采用高同构型的措施。这发现使McKinley, et al.(1995, 2000)所提出的组织精简体制化理论更形坚实。而体制因素除了地主国当地之法规、社会认知及道德规范…等因素外，更上升到跨国界的普世价值观层次。善待员工这种普世价值观是种软性的强制力，约束了企业在组织精简时的伤害性作为；也促进了企业在组织精简后发展员工的作为。而普世价值观系因全球化、管理教育与实务的普遍交流(即学习与模仿)所致。同时，本研究也发现，新体制化理论应用在国际企业管理上(以组织精简为例)，确实尚有一些别的因素须考虑进来，例如国与国之间的依赖关系、主管们对其身为代理人之职责认知…等。
1、 研究意涵
McKinley, et al. (1995, 2000)所提出的组织精简体制化理论是尚未在国际企
业的研究中讨论；而在国际企业管理的研究中，有关精简时负责性的组织精简策略与精简后的增强智慧资本之人管措施的研究应是重要的议题，可是目前上鲜有这方面文章的发表，所以将此两项合并探讨之延伸性研究应有其意义。
    此外，普世价值应该也是体制化的一个重要的力量，特别是在应用在国际企业的研究上。同时，也的确一如Kostova, et al. (2008)的主张，跨国企业管理措施的体制化理论研究，除了母公司的内部体制与当地外在体制因素的研究之外，尚需参入其它的组织理论来研究，例如国际间的依赖关系(依赖与权力理论)、主管们对其身为代理人之职责认知(代理理论)…，才能使之有更深更广的解释力。
2、 管理实务意涵
行动的正当性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是相当重要的，特别是对会伤害员工与造
成社会不安的组织精简策略而言。而在国际企业的管理上，除了取得内部的正当性之外，在国外则须再考虑到异国社会体制的正当性。因此，为了取得组织精简在当地国的正当性，又要兼顾母公司内部的体制与获取到国外投资的利益，MNCs可能需较积极地参酌Whitley(2003)的建议，在寻求母公司与当地国体制因素有交集的接口基础上，再谋求一些依母公司自身特性所设计的策略与措施。
3、 未来研究建议
    由于此研究的样本背景是在一个讲求「仁义」的华人社会，一个在「权力距离」、「阳刚」、「个人主义」、「不确定性规避」均属中性的台湾社会。若换成在别的社会背景中，会不会产生另种结果也颇为重要与令人感到兴趣。如果将来有更多不同背景的研究来做跨文化的比较，而且取的样本更大则将会使组织精简的体制化理论更臻完善，也有利于跨国企业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经营时，特别是组织精简时，思索其组织精简策略与措施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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